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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明代边疆政策及其历史走向·

编辑按: 随着“全球史观”相关研究的推进，中西学界日益意识到中国史也是

“全球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王朝代元而起，它所取代的元王朝不仅在古代中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边疆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

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在“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认识明代历史面貌及其历史定

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明代的边疆、民族、宗教政策及其 “近代化”的走

向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徘徊在近代化社会的大门外:

明代的边疆民族观念及政策评说

彭 勇

(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明朝代元而起，国祚近三百年。它既承袭了蒙元时期的疆域概念，更传承了数千年

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念。虽然同时期的部分欧洲国家已开

始踏向近代化的征途，明朝与它们在诸多领域内有了初步的接触。同时，在商品经济和

社会思潮的共同促生之下，明朝内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就王朝总体的运行格局和体制

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其边疆、民族观念和政策，仍然徘徊在近代化社会的大门外。
一、明代的边疆概念。边疆和疆域的关系密不可分。明朝的 “边疆”在哪里?

疆域有多大? 这是一个看似清楚却并不甚明白，甚至多有争议的话题。边疆和疆域的

表述有时候可以很模糊，有时候却要非常具体，但如果表述存在巨大的差异则必有原

因。比如，柏杨说: “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

比现在 ( 中国) 的版图，要小一半。” ( 《丑陋的中国人》，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36 页) 这只是笼统的说法。而谭其骧主持 《中国历史地图集》 ( 中国地图出

版社，1987 年) 绘制时，却必须尽可能做到详细而具体，他说: “明代的中国版图比

现在还要大一些。”两人的认识差距甚远! 何以如此?

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说: “历代疆界、政区、城邑、水系等各项地理

要素的变迁极为复杂频繁，而文献记载或不够明确，或互有出入，要一一考订清楚，

并在图上正确定位、定点、定线，工作量繁巨。” ( 《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 然



徘徊在近代化社会的大门外: 明代的边疆民族观念及政策评说 29

而困难并不仅仅在于此，还在于明朝的边疆到底在哪里? 谭先生表达了他的困惑和无

奈。那么，让谭其骧最为困惑的明代边疆到底如何划定? 主持 “中国边疆通史丛书”
的马大正提出了原则性解释: 边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大体是指一个国家比较边

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它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它包括陆疆和海

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以及具有自

然、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自身特点。在历史上，边疆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

发展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海疆的界定更复杂。边疆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政权

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往往呈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甚至是军事

管制，另一种则是高度的地方自治，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边疆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

的统治中心区向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 “治”向 “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边疆也

是个军事概念，它是国家的国防前沿，即边防地区 ( 《“中国边疆丛书”总序》，马大

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年) 。
显然，研讨明代边疆和版图，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明朝的边境”不能等同于明

时期的“中国的疆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此，陈梧桐认为: “我们既然不能

把历史上的中国与汉族的中原王朝划等号，同样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疆域与中原王朝

的疆域划等号。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的疆域，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少数

民族国家政权的疆域。” ( 《论中国的历史疆域》，载《古代民族关系论稿》，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4 页) 明代的“疆域”“国家”在当时还都是相对模糊的

概念，它们与近代主权国家观念产生以后的相关概念，有明显的区别。明朝人眼里的

“边疆”和“国家”，既有中国传统社会或统治者共同的认识，也有本朝特殊的认知，

这构成了明统治者既具有普遍意义，又颇具特色的边疆观念。
二、明代的民族与边疆。要说清明代的边疆，就必须弄清明代的边疆民族和民族

政策，必须理清明代的民族观、天下观和国家观。
明朝代元而立，“大之至”的元朝统一中国的时间虽然不足百年，但它在古代中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边疆发展的历程中，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处于元

和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理解汉族统治核心区与边疆少数民

族聚居区的关系上多了一层自己的理解。它既继承了元朝留下来的庞大疆域及相关认

知，又在把传统中原王朝的 “中国观”“天下观”以及“内中国而外夷狄”等观念做

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所以其民族观和天下观的意识更显突出。
明代的民族观，由明初太祖和成祖二人确定，是明王朝的“祖宗之法”，成为此后

二百多年制定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明初民族观的思想渊源，首先

是延续了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即“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太祖认为“自古帝王临御

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 ( 《皇明诏制》卷一《谕中原檄》) 。少

数民族分布在从东北到华北和西北再到西南等广大的民族边疆地区，被认为“非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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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其心必异”，是明中央在边疆防御的主要对象。其次，明初继承了儒家的 “大一

统”思想，施政治国的最高目标是“定天下于一”。朱元璋以“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

之安”为己任起兵 ( 《明太祖实录》卷九六) ，登基后又宣称要“天下一统”。明成祖

夺位登基后，也宣称“绍皇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为

己任 (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 ，不仅多次统兵亲征漠北，还大力经营东北和西北，

对交阯用兵，意在“控制四夷天下”，让普天之下的臣民永享太平之乐。
明朝统治者的民族观、天下观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边地”和“辖境”的认识，这

在明朝御制的“一统志”中有最直接的体现，“我明皇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

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 ( 天顺御制

《大明一统志·图序》) ，认为明王朝一统华夏，天下归一。《大明一统志》把明代的疆

域分为直接管辖区、边疆和“域外”三大部分。第一，直接管辖区是 “以京畿府州、
直隶六部，天下分十三布政司……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于其间，以为防

御”; 第二，在边疆和四夷之外地区，采取灵活而特殊的管理方式，“边陲之地，都司

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执臣礼者” ( 同上)。天顺御制《大

明一统志·图序》志中言及的“边疆”和“四夷”，不仅包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

地区的民族部族或政权，还附列有“外夷”诸国，如日本、朝鲜国、琉球国和安南国、占

城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体现了明王朝“内外有别、华夷一家”的民族边疆观念。
清修《明史》时，总结了明朝人对疆域的上述认识，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明史·地理志一》对明朝的直接控制区、边疆地区及其范围和演变有如是表述:

“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抵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

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

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

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

矣!” ( 《明史》卷四十 《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 年) 他们认为，明朝版图的确

定，应遵循的原则是“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即接受中央的教化管理、定期交纳

贡赋，派遣官吏，编户齐民等。明初的疆域达于吐番、安南，东接朝鲜，北抵大漠，

地域甚广，只是后来有所萎缩。
三、明代的边疆政策。在明朝人看来，凡是由中央王朝直接派驻文臣武将、实行

“编户齐民”的地区，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地区，都是明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域，

包括南、北二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的广大地区，以及散处于其间的都司卫所管辖区。
同时，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边疆地区，即 “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

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执臣礼者”区域，主要是由都司卫所武官、土司来共

同管理，“从东北到西北，以至西南的边疆地区，这些构成大约半个明帝国疆域的地

方在明代 ( 特别是在明初) 一般不设行政机构，而由都司 ( 行都司) 及其下属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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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既然被视为

明朝疆域的一部分，中央就有责任和义务保证这些地区的安宁。张居正在处理四川西

南民族纷争时，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路: “夷狄相攻，中国之福，此指无官无爵，

如北虏、南倭之类是也。若有官有爵之夷，不能安分守己，大胆相攻，使无辜土民遭

杀戮，则朝廷何忍不诛?” ( 曾省吾《重刻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卷九《公移》)

可以说，有明一代对边地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治边思想，治边思想又决定了治边

政策。“定天下于下”的思想，决定了明朝希望建立一个 “天下共主”的太平政局，

构建朱氏“家国天下”的大一统格局; 同时，深受“内中国而外夷狄”思想的影响，

在对待王朝腹心的汉民族和边地的其他民族时便有了明确的政策区别。
在边疆和民族事务的处理上，明代中央对上述原则表现出顽强的坚守和因循，只

是在处理具体的边疆民族事务上，表现出足够的务实、灵活甚至局部的革新。比如，

针对南、北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不同矛盾时，大多能采取灵活务实的民族自治政策，因

俗而治、因时因地而治 ( 彭勇 《因循与变通: 高拱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简论》，《中

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祖宗之法”大的原则或名

义之下，影响边疆事务处理的具体因素又有很多，比如皇权运行、阁臣争斗、宦官监

军等因素。在诸如宁波争贡、土木之变、倭患和海禁、传教士来华、澳门租借等问题

的应对上，都清晰可见明帝国复杂的权力运行机制、官员群体的地区和职业差异性，

而这一切仍然是在明初既定的框架内展开，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明代既定的边疆民族政策，从陆上边疆政策的实行看，虽然明朝近三百年一直为

北边所累，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军事行动和经济活动多与之密切相关，且最终被北

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所取代，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民族矛盾，而在于内部

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明代的陆疆政策仍然在唐宋以来北部传统的边疆秩序内运

行，它对传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并无直接或实质性的影响。
然而，明代海疆政策的影响或者说其历史走向却值得深刻反思。明初确定下来的

这种“天下观”影响之下的“华夷秩序”，仍然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建立在

农耕与游牧关系冲突与调适的基础之上，它长期将西方海洋经济拒之于门外。这种思

想在明清时期被顽固地坚守着，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明清王朝存在和发展的

外部环境已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郑和海上朝贡贸易时代的终结，以及大航海时代之

后海洋经济和近代文化的开启，这些因素不足以影响中国海上对外关系的格局。随着

外国传教士和西方列强的东侵，中国也逐步、被动地加入到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传统的天下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西洋新书的传入、《几

何原本》的翻译、崇祯新历的颁行等，都预示着中国的近代国家和民族观的认识步

伐的开启，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明清易代而再度被推迟。传统王朝的控制力逐步下

降、西方国家的冲击力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对比结果，这种 “冲击与回应”的直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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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一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才最终体现出来。实际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加速，也是

从晚清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之后，新的天下观从根本上颠覆了数千年来中国人传统的

“天人合一”和“大一统”的观念和格局，在此亦可反观传统的中国边疆观念在近代

化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和所处地位。

( 本文责编: 李成燕)

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边疆政策

〔美〕鲁大维

( 美国柯盖德大学 美国纽约)

明代边疆政策这一研究课题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内容多样，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

富。可以从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也可以从边疆的视角谈起。同样，分析明朝

边疆政策时，不可偏重汉族而偏废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下面笔者简单谈三个问

题，即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明代边疆政策的全球化。
一、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明代初期，国家封疆所在变化多端。1368 年正

月初四，当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他所控制的区域实远不如后来明朝版图之辽

阔。换句话说，朱元璋最早的边疆政策就是在他奠定中原内地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
关于朱氏政权如何吸收邻近的人户和土地，如何建立有效的政治、经济、思想控制体

系，相关研究丰硕，不需多讲。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明军进发到东北、西南、西北等

边陲地区的时候，朱氏政权已经累积了比较丰富的边疆经验，对如何处理新占领土

地、新归附人口等问题绝不陌生。
早在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付大元政府的军事、政治以及

文化权威，从而让新征服地区的臣民和尚未被征服地区的民众认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

巨大变化，放弃大元而归顺大明，并不碍于忠臣观念。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多次强调

“元运将终”、“胡运既终”，来概括新时代的政治环境。大元帝国已经完全没有复兴

的希望，所以汉族、蒙古族、色目人等不必守节于大元。为了证明天命有所归，朱氏

政权已经取代了元朝为正统王朝，朱元璋想方设法说服大元的各民族官员、士大夫以

及老百姓，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归顺于明朝。换句话说，朱元璋最早的边疆政策之


